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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工人队伍空前壮大，

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

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等等。我国当前关于阶

级阶层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挑战，正确处理现阶

段阶级阶层关系要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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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

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东城 100732）

阶级阶层分析，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旗的五星图案，代表了当时

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格局，即围绕中国共产党这颗

大星的人民大团结，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

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小星组成。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些社会阶级阶层逐渐消失，

阶级阶层结构呈现简单化趋势。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基本”和“一

个主要矛盾”，即“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

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

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

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循

序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状况之间的矛盾”[1]。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
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都

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

扩大化之后，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

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1962年进一步强调，阶

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2]。这些思想在“文革”浩

劫中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

践中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导致经济和人民生活长

期停滞不前[3]。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果断地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阶层关系调

整，如为几百万人摘掉“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

分子”“黑帮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为几十万错划的

“右派”摘掉帽子，为一大批人摘掉“地主”“富农分

子”的帽子，为70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等

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4]。改

革开放初期，经过阶级阶层关系的调整，形成“两阶

级一阶层”的阶级阶层格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和知识分子阶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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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

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调整阶级阶层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

构的深刻变化构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

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

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

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

巨大转变，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极为深刻

而广泛的变化，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

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

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阶级阶

层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

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6900多万人，占17.3%，第

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占12.2%。现在近40
年过去了，到2016年，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2亿人，占28.8%，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达到近3.3亿人，占43.5%①。

随着工人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

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

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在整个

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

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

60%。虽然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其文化教

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队伍的平均水平，但

他们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水线、一般建筑

业和日常服务业的骨干支撑。

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

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

工人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
年，服务业工人的人数不仅超过了工业工人，也超过

了农民。特别是随着以通讯、金融、物流、电子商务、

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

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

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数已达数千万人。

三是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

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年，我国工人中大约75%是国有企业工人，25%
是集体企业工人，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

织。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

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的工人和集体

企业工人都较大幅度的增加，但1995年是一个拐点，

那时国有企业工人达到7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达

到约3000万人。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

的大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到2015
年，全国6200多万国有部门从业人员中，扣除700多
万党政机关公务员、3000多万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等，

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集体企

业工人也只剩下4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

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

工人，达到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1亿多人。

这些变化也使得工人队伍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

分化，现代服务业、效益较好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新

技术、新业态相联系的知识经济部门，工人的经济收

入情况相对较好，而传统产业部门、去产能国有企业

需要安置的工人经济收入次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

（二）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

高龄化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9.6亿人口中，有

7.9亿农民（农村居民），占82%，在4亿多从业人员

中，有农民（农业从业人员）2.8亿人，占70%，是典型

的农民大国。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选择职业的自

由，很多农民转换了职业，变成乡镇企业工人或管理

者、进城农民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到

①本文中引用的数据，凡未特别注明的，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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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农民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下降到

44.2%，不过由于从业人员总量增加了，农民的绝对

人数增加到3.1亿人（扣除领工资的农业工人）。

经过近 40年的发展变迁，到 2016年，在全国

13.7亿多人口中，有 6亿多农民（农村居民），占

42.6%，而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有2.2亿多农

民（农业从业人员），占27.7%。在近40年改革开放

中，尽管人口总量增加了5.8亿人，但农村居民和农

业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都减少了，比例数更是大幅度

地减少。根据《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
年）》，2015年全国有26744个农户，耕作土地面积在

10亩以下的占79.6%，10～30亩的占10.3%，30～50
亩的占2.6%，50～100亩的占0.9%，100亩以上的占

0.4%，未经营耕地占6.2%[6]。

农民阶级发生了几个大的变化：一是相当大部

分的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劳动力，都

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2016年我国持农村户籍、从事

非农工作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其中以进城务

工为主的外出农民工达到近1.7亿人；二是在务农的

农民中，出现了一些从事种植、养殖、渔业、牧业、林业

等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以及数量众多的兼业户，纯粹

务农的小耕农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幅度减少，完全靠几

亩土地耕作维持生活的小耕农，成为农村的和整个社

会的低收入群体；三是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农民，呈

现高度高龄化，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如

果不改变农村的耕作方式和耕农收入过低的状况，耕

农将无以为继；四是务工经商、参军、上大学、嫁入城

市等似乎成为农村孩子改变自身命运的主要渠道，地

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改革开放前仍作为农村阶级分

析的“家庭成份”概念，已经成为历史记忆。

（三）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经济社

会组织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是一个以教师、

医生、律师、工程师、经济师、科研人员、记者、编辑、

演员、作家、艺术家等为主体的职业群体。这个群体

以高学历和脑力劳动为特点，我国习惯称之为“知识

分子”，而在西方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的文献中，他们

通常被划为“新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区别于以小资本者为主体的“旧中产阶层”

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蓝领阶层”。

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分散在各行各业，总的人

数还不是很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就业分类来估算，

1978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约1500万人，约占全社会

从业人员的4%；到2015年，这个群体达到5000多万

人，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2.5%。

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

是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不仅不再是“被改造”对

象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仅成为“工人阶级”

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主

体。二是经济地位也显著提高了，改革开放初期经

济收入“脑体倒挂”的现象，即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

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得到

根本扭转，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已高于公务员的平

均水平。三是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几乎是完全依

靠国家财政发工资的群体，现在其所在的单位，已经

分化成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和完全自

收自支单位。如出版行业等一些事业单位，已经转

变成企业，全国公立高校的财政拨款大概占总经费

支出的50%，全国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大概只占医

院全部日常支出的近10%。

专业技术人员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矛盾。一方

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教育、医疗、文

化的需求大大提高，教育、医疗和文化等事业日益繁

荣，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广阔发展空间，知识价值大

为提高；另一方面，专业技术人员所在的非营利机

构，在“创收”机制的驱动下，也出现某些行为扭曲，

如趋利的倾向和所谓的“道德滑坡”。

（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之后，私营企业主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存

在了。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快

速发展。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908万户，私营

企业主（投资人）3560万人，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

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为87.3%；注册资本（金）90.55万
亿元，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金）的53.8%；全国

7



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64亿人，雇工人数1.28亿人。

总的来看，我国私营企业绝大多数都还属于中

小企业，到2015年，户均资本规模为475万元，但在

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仍呈现快速发展势头，2015年
全国新登记私营企业421万户，比上年增长22.0%，

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合计22.75万亿元，比

上年增长55.4%。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也加快清理

僵尸企业，2015年全国注销私营企业68.25万户，比

上年增长65.2%。

我国的私营企业主目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从产业分布来看，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集中在

商业服务业，这一领域私营企业的户数占全国私营

企业总户数的74%。二是从区域分布来看，近60%
的私营企业主集中在东部地区。三是从受教育程

度和收入状况来看，私营企业主平均受教育程度并

不高，远低于公务员群体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群体，

约40%只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受过大专教育的占

31.8%，但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也占 28.7%。四是

从收入情况来看，呈现高度分化，绝大多数小私营

企业个人收入并不高，2015年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

12万元，亿元资产以上大企业的业主年薪中位数为

40万元。但与此同时，根据福布斯的研究报告，

2016年全球共有 1810位富豪净资产超过 10亿美

元，中国富豪总数世界第二，有 300多位富豪净资

产超10亿美元，其中251位来自中国大陆。五是从

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和政治参与看，私营企业主的

20%来自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下海”人

员，28%是中共党员，4.8%是民主党派，23.9%担任

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①。

（五）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

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通常是指那些在改

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

下，不太容易被归类为传统的阶级阶层概念中的新

阶层、新群体。“新社会阶层”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一

个概念。2001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

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发表了“七一

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

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

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

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

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还强调，这些新的社会

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7]。

此后，“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就包括了六种人：民

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

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

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对“新社会阶层”做了新的概括，在原来六

种人基础上归纳出三种人：一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二是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

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三

是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该文件强调，

“他们”是“统战工作新着力点”。此外，一些不断产

生、翻新和扩张的“新社会群体”，也被媒体冠以一

些新称号，如“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

等。这些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有的是伴随社

会结构的发展趋势不断成长的，有的是经常变动不

居的。2016年，全国新社会阶层约有5000多万人，

他们在社会上影响不断增强。

在新社会群体中，应当特别关注被称为“我能

行”的年轻一代，他们具有世界视野、创新精神，思

想开放、积极进取、个性鲜明，生活方式完全融入

移动互联网，推动大众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进入

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对

我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一，极大地调

动起全国人民和社会各阶级阶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成长，形成我国

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二，加快了我国的社会流动，

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让一切劳

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

①这些调查数据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共同主持的“中国

私营企业调查”。该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该数据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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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适

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为最

终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

会，也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改革开

放以前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差异。正确地分析阶级

阶层结构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我们党确

定政治路线和制定实施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的客观依

据，关系到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政策

取向，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二、、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产生的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产生的

新特征新挑战新特征新挑战

（一）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多种经济主体和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差距扩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巨大，短期内也难以

完全解决。这些情况都造成我国利益格局朝着多样

化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产

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

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仍处于快速变化

之中，仍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社会流动较快，具有很

多发展机会和较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产生一些

两难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跨越

式的发展，用几十年走完很多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

的过程。所以，往往一个阶段还没有结束，另一个新

的阶段已经开始，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存，不同发展

阶段的社会矛盾同在，从而使我们解决一些社会矛

盾处于首尾难顾、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比如，在一

些贫困集中的西部地区，既要大规模减少贫困，又要

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企业劳动成本方面，既要注

意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也要防止企业人工成本上

涨过快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丧失竞争力；在社会安

全方面，既要防止火灾、矿难、交通事故等传统风险，

也要防止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资待遇、下岗失

业、转业安置等方面的不满而产生的社会冲突，还要

防止突发传染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行为等现代

“风险社会”问题[8]。

总之，现在往往会出现解决一种社会矛盾反而

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真正做到统筹

兼顾很不容易。

（三）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实现

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

工人和农民是我国的基础阶级，人数众多，但近

几十年来其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的两个最

大变化，一个是有2亿多农民工加入到工人阶级，他

们在生活待遇的改善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上，都需要

一个过程，另一个是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白领”职

工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蓝领”职工，这是一

个非常大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方

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农民

阶级也发生深刻变化，不仅人数大大减少，高龄农民

可能会成为我国最后一代“小农”，未来的新型“农业

经营者”，将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然

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农基础阶

级的利益，特别是防止他们当中的那些弱势群体被

现代化的列车抛下。但中国工农基础阶级的人数众

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必经过一个漫长过程，我

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耐心。

（四）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

要，要防止社会分裂

“精英群体”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通常

被用来描述那些在经济、政治和知识等领域中可以对

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群。他们往往领风气之先，能

够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也往往抢占先机，

成为在变革和发展中的获利者。从世界各国的发展

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

脱离大众群体，从而造成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

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我国在近40年的改革发

展和对外开放中，实事求是地说，随着利益格局的分

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精英群体脱离群众

的倾向，这是需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的一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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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群体性事件的

情况将会长期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

完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

利益关系，需要长期磨合，通过良性互动和有效协

调，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一些群众因利益受损产生强烈不满，采取集

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堵塞交通、焚烧汽车甚至冲

击党政机关等对抗方式使人民内部矛盾走向激化，

都是可能发生的。在这些事件中，往往是参与者的

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的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

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

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

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再加上发生在部

分政府官员身上的诸如贪污腐败、决策失误、官僚主

义等方面的原因，局部问题就有可能扩散到全局，从

而把非对抗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所以，必须充

分认识到此类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依

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三、、我国当前关于阶级阶层的一些我国当前关于阶级阶层的一些

争议问题争议问题

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表明，改革、发展和稳

定的关系，是我国在现实中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关

系之一，没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和发展

的目标都难以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阶

层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表现为缓和，有时

表现为激烈。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快速的发展使

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产生“时空压缩”，也使得不同发

展时期的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甚至产生“发展起来”

以后的时期比“欠发展”时期面对的问题还要多、还

要难解决，形成发展起来的“苦恼”和“困惑”。本文

尝试着在学理上解释和分析人们普遍关心的、与阶

级阶层结构变迁相关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怎样理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中

也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

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9]。从这些宪法

规定来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是社会主义事业

的主要依靠者。而在学界的调查研究中，工人在现实

阶级阶层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高。怎样理解

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看起来的不一致呢？其一，工人阶

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讲的，是

说工人阶级代表着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阶段的先进

生产力，就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而且随着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工人

阶级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智力型、专业型、技术型

工人的比例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作为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其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

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了，在我国国有企业改

革和当前过剩产能消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国企工人下

岗失业、一部分去产能企业工人岗位变动，这是产业

结构升级中的正常变动，不应对此进行不切实际的政

治解读；其三，工人、农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

改善工人、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是一项长期的任

务，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这项任务放在

特别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党的十六大通

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二）当前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根据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我国在改革开放

初期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那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收入

最先通过获得经营的自由而较大幅度提高，但随后随

着市场经济的展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
代中期基尼系数超过0.4,到2008年达到峰值0.469，
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开始缓慢地缩小，这

种缩小的趋势持续到 2015年，2016年有轻微的反

弹。这样一个总的趋势，或者说近若干年收入差距开

始缓慢缩小的趋势，无论是用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还

是学界的调查数据测算，结果是一致的。

但这样一个学界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似乎与民

众的感受有很大差别。这主要是因为，影响我国收

入差距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社

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差别，其中城乡差别的影响最大，

大概可以解释整体收入差别的约40%，近若干年来

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最重要的就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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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的贡献。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差距也在同步

缩小。而民众的感受，可能更多地来自富豪榜、明星

出场费、巨额贪腐等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比较。另

外一个因素是，我们所说的收入差别，还不是整体的

贫富差别，也就是说并不包括财产的差别。直到目

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财产登记制度，而学界

的一些关于家庭财产的调查，由于很多人难以真实填

报，数据质量受到很大影响，还难以做出符合信度要

求的科学分析。但根据世界各国的研究结果，财产的

差距要比收入差距大很多，由于我国还没有开始实施

财产税，估计财产的差距会更大一些。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依然过

大，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无论从促进共同富裕、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来说，还是从促进大众消费、保障经济

长期持续增长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三）社会阶层真的“固化”了吗？

“社会阶层固化”，是近来媒体经常谈到的一个话

题，但这还算不上一个规范的学术概念，可以说是一

种描述性概念。它主要是指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位

置变动的难度加大，即产生极而言之的“龙生龙、凤生

凤”的社会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阶层固化”

是与“社会流动”相对应的概念。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随着我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调整、大变

动的时期过去了，一夜暴富式的“社会流动”机会减少

了，社会结构进入转型时期相对稳定的常态；另一方

面，社会结构仍在转型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的频

率仍然很高，社会仍然充满活力。

在学术界，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

在这个领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社会地位获得的模

型，其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改变社会

位置的机制是什么？其基本的假设是，影响人们社

会位置的，在传统的社会中主要是家庭背景、户籍、

性别、宗教等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而在现代

社会中主要应该是教育、业绩、努力程度、机会把握

等自致因素（achieved factors）。我国社会学的多数

经验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致因素在人们经

济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

以，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判断，无法在科学意义上

得到经验研究的实证基础[10]。

（四）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有多大

规模？

国际上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像

国际贫困线那样的统一标准，但已经有30多年的研究

历史。我们按照三种标准对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

规模进行了测算和估计：一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最

常用的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

费10～100美元（PPP$），按此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占全部收入群体的比例2015年达到约44%，这也成为

一些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超过5亿人的

依据；二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探索性标准，以家庭年可

支配收入9万元至45万元人民币来界定中等收入群

体，按此标准，2015年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占全部家庭

的24.3%，这也是一些媒体报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

到3亿多人的依据；三是按照相对标准，即按照收入中

位数的75%～200%的区间来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按此

标准，则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2015年为38%，但

在相对标准下多年来比例变化不大[11]。

这三种标准，世界银行的标准是针对全世界发展

中国家的，对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来说标准过低，难以被

社会认同；国家统计局的探索性标准，比较适合我国，

也能够反映我国消费市场的扩大，但存在难以反映收

入差距变化的弱点；而相对标准，优点是便于进行国际

比较更能反映收入差距变化，但也有“中等收入线”随

平均收入提高而不断变动的问题。

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几乎

是同义语。但在国际社会学界，这两个概念还是有较

大差别。中产阶层更多的是依据职业来界定，所要反

映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从业人员中“白领”超过“蓝领”的

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基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在生

活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五）我国农民怎样才能普遍富裕起来？

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

没有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我国农民人数众多，绝大多数

是小农，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约0.5公顷，相

当于欧洲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的1/60到1/80,单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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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收入微薄，增收很难[12]。从东南亚一些农地缺乏

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看，农业普遍像西方国

家那样实行规模化经营很难做到[13]。而目前“80后”

农村青年已经很少务农，务农农民过早出现老龄化，

很难再转移成非农劳动力。农产品价格也已经多数

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政府补贴财政压力很大，难以

为继。怎样让广大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进入中等收

入群体，是我国面对的最大难题。实行新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扩大农户的多样性经营，不断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民的兼业收入，可能是唯

一的选择。在未来的发展中，农民的总人数将会持

续减少，但农业劳动者将会长期存在，农民作为一个

阶级，在现代化的过程将会逐步消退。

（六）现阶段的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是

一种什么样的矛盾？

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

表现在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这三大矛盾。

在贫富矛盾方面，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强化了阶

级阶层利益格局的分化势头，这方面的矛盾在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积累，并通过企业改制、征地拆迁、

失业下岗等各种社会事件凸显出来，个别暴富者的狂

妄言论、炫富行为和恶劣表现，极易激起公愤。世界

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

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最终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劳资关系方

面，多数私营业主是能够遵守法律、接受社会主义制

度和道德观念约束的，但也有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的业主，非法延长工人的工时，克扣工资，忽视劳动

安全，甚至侮辱人格，使局部劳资关系比较紧张。随

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劳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如

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和谐劳动关系，需要

认真研究。在干群关系方面，总体上是好的或比较好

的，但在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干群关系疏远了，甚至

比较紧张，有的还引起冲突。一些干部选拔使用上的

“买官卖官”现象，一些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虚报

浮夸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现象，特别是少数干部以权

谋私、贪污腐败现象，影响了干群关系，加剧了干群矛

盾，在一些地方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但总的来说，这些社会矛盾绝大多数属于人民

内部矛盾，即便是一些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矛盾，也不

属于“阶级矛盾”，要依法依规治理，不能简单地用

“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都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

系的现代化，但也绝不能放弃人民民主专政。

（七）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为何没有引起社

会震荡？

农民工在我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世界

现代化的历史上，还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数

以亿计）在短时期内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

流动。农民工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基础

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工厂”形成都

是紧密相连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了解决劳

动力缺乏问题，引入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曾是普遍

的做法，但大量的外来移民，由于生活水平、生活方

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

异，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诸如社会融入难、民族宗

教冲突、犯罪率升高、排外情绪高涨、恐怖袭击威胁

社会安全等。所以，中国出现的所谓“民工潮”，从

一开始就受到各种质疑和担忧，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会对社会安全社会稳定形

成“颠覆性”力量，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历代王朝都

毁于流民之手”。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国大规模的

农民工流动，虽然也存在生活条件和待遇较差、社

会保障欠缺、欠薪问题曾经比较严重、社会排斥和社

会歧视普遍存在等问题，但在几十年中几乎从未发

生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相关的研究表明，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的收

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但农民工却意外地具

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总

体社会公平感、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都高于城市工

人。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持积极的社会态度，其背

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在流动中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

极大改善，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过去艰难的农民生

活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是与社会横向利益

比较，而是与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14]。

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工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社

会贡献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赞誉，并通过社会
12



传统的关系网络不断融入城市社会，政府也建立了

一系列的制度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支持农民工转化

为市民。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并

形成了农民工作为共和国建设的“脊梁”的形象。这

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的成功的社会融合案例。

（八）为什么当前很多民生问题表现为教育、医

疗、环境等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我国当前的阶级阶层矛盾，绝大多数是涉及物

质利益的矛盾，这些物质利益的矛盾，又绝大多数表

现为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

年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形式也有很大不

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商品短

缺问题，但随着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层次的提高，随着

商品领域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变化，现在的民

生问题更突出地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

不足或供给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在教育、就业、医

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了一些诸如因

学校收费过高、劳动权益受损、医患关系恶化、企业

职工退休金过低、空气和饮用水污染严重等问题。

这类民生问题，在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

会存在，都会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我国当前收

入和财富差距较大，社会不公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

在，人民的发展需求快速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还

不健全不均衡，所以这类民生问题的突发事件，在

新媒体快速传播、社会舆论快速形成的条件下，有

时也会与阶级阶层矛盾以及部分公务人员的官僚

主义行为纠合在一起，并引发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

不满。这是需要给予高度关注、认真面对的一种发

展趋势和社会问题。

（九）什么是新集群行为或非直接利益冲突？

集群行为通常是指自发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

制约的众人的短暂狂热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具有很

大的社会破坏性，并且产生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15]。

集群行为也有可能发展成有组织、有目的的持续抗

争，从而演变成社会运动。传统的集群行为，往往涉

及到物质利益关系，在表面的无目的、无取向的背后

和深层，是受直接利益关系的驱使。例如我国近年

来也频频发生“邻避运动”（NIMBY，Not In My

Back Yard）[16]，在殡仪馆、垃圾处理站、PX项目、核电

站等建设中，往往会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和抗争。

所谓“新集群行为”，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基

于价值认同的非直接利益的社会冲突，如在民权、环

境保护、女权、同性恋、反战等方面形成的集群行

为。参加这类集群行为的人群，可能来自不同的社

会阶层，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集群行为更多

地不是为了自身的直接利益，而是基于某种价值取

向。在西方社会，这些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不同于传

统“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而在我国，这些“非

直接利益冲突”，往往容易以“新集群行为”的形式爆

发出来。这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

一种新型社会矛盾。

（十）为什么说要警惕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

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思潮风起

云涌、各种社会趋向展露锋芒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

防止极端主义走向非常重要、也是我们面对的非常现

实的问题。从现阶段的情况看，主要应该防止两种极

端主义走向：一种是权贵主义，即在权钱交易之下，资

本和权力结合，掠夺社会财富，如以“产权改革”为名

鲸吞公共财富，以“土地批租”的形式完成个人原始积

累，以幕后交易掠夺广大股民。几百名部级官员的被

查处、一些数以亿计的巨额贪腐，足以让人对权贵主

义触目惊心。另一种是民粹主义，即以反对权贵、维

护大众权益为旗号，制造蔑视权威、拒绝变革、不信

任政府和仇富仇官仇专家仇名流的社会氛围，通过

主张不切实际的福利要求来迎合民众，以民权代言

人自居绑架民意，甚至要把改革拉回“文革”。

四四、、关于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阶层关于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阶层

关系的若干建议关系的若干建议

（一）充分认识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性、艰巨

性和复杂性

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同时我们也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变化发展的阶段，因

此必须清醒认识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期性、艰巨

性和复杂性，清醒地认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的提高所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清醒地认识到我们

的工作与人民的期望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足，

进一步增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责任感、紧迫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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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这是我们国家在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定要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

可避免的，因为快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各种不平衡不

充分的新问题，阶级阶层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

的长期历史现象。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

代，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消除，

有的甚至还会加剧。因此大量的新型社会矛盾（包括

阶级阶层矛盾）还会不断出现，有时还会在一些局部

有所激化。在经济增长较好的时候，很多矛盾还容易

在发展中化解，一旦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很多潜伏的

矛盾就更容易爆发。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解决阶级阶

层矛盾的艰巨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实践，必

然会面对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趋势，新的世界经济

政治格局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新挑战，而我们处理新

型阶级阶层矛盾的能力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对

处理新型阶级阶层盾的途径和办法，也有一个需要准

确把握和深化认识的过程。这种大背景决定了当前

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复杂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

基本原则是统筹兼顾，协调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

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

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化解和缓和人

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和程

度上，不使其大规模地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保证现代

化建设在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

（二）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

一项重要社会政策

改善民生是当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必须千方百计落实好这项政

策。根据新时代新阶段我国民生问题的新特点，在改

善民生问题上要有新举措、新突破。一是在提供均等

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有所突破。随着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特别是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

家发展阶段和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

有了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必须加强在教育、就

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这方面供给的均等化程度，

提高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享有能力、享有水平和享有

质量。二是在进一步减少和消除贫困方面有所突

破。我国已经确定了精准扶贫战略和到2020年全部

消除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的目标，必须下大力气、以

抓铁有痕的精神，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重大任务，防

止数字脱贫、口号脱贫。同时，要尽早研究2020年之

后的新的扶贫标准，规划新的减贫目标和长期安排。

三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有所突破。我国城乡差

距过大、农村发展滞后，是我国发展的软肋。新型城

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都要把改变农业、农村和

农民的面貌作为重要任务。要争取到2035年我国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能够基本消除城乡之间存在的

基本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

（三）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解决阶级阶层矛

盾的长期任务

新时期的阶级阶层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矛

盾，要把完善分配体制作为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关键

环节。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

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

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

用各种手段、各种办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7]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非

常重要。要建立健全以税收、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

为重点的再分配机制。就税收制度而言，要逐步增加

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从而逐步提升中国税收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要

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收入和财产登记制度，抓紧研究

财产税问题，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从而建

立起至少在收入和财产两个层面全方位调节贫富差

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就财政支出而言，要加快公共

财政制度建设进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

步完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要考虑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之外，建立鼓励赠与等慈善

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如通过所得税优惠等措施，鼓励

所谓三次分配的开展，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

阶层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创造良好的氛围与环境。

要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打击各种非法谋利行为，取缔

各种非法收入，平衡一般竞争行业与垄断行业的收入

差距，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体系，协调劳动收益与

资本收益的关系，建立职工正常的工资增长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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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

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全面贯彻民主法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实施民主

的过程，特别是实施基层民主自治的过程，既是人

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诉求、体现意志的过程，

又是协调、磨合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过程。要扩

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要完善城

乡社区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

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政府行

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与民主建设紧密相连的是法治建设，要全面贯

彻依法治国，更加充分地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来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尤其要把处理群体性事件

的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要在司法实践

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降低司法救济门槛，降低诉

讼费用，保证群众打得起官司。司法行政部门要扩

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律志愿者队

伍，为贫困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要坚

决惩治司法腐败，保证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公平正

义。当前，应针对一些社会焦点纠纷，面向群众受理

一批典型案件，简化案件审理程序，加快审理速度，

有效地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司法救济

渠道的畅通，从而减轻信访部门的沉重压力。

（五）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也是我们党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最大优势之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

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着新的形

势。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要着重做好

三个面向：一是面向基层，重心下移，让群众工作进

入城乡社区和千家万户，要改变过去重点依靠“行

业”和“单位”做群众工作的倾向，把群众工作的重

点放到基层城乡社区，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二是面

向基本群众，解决好基本群众面临的共性问题，不

能把群众工作的关注点仅仅放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一些代表身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

体，都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群众工作。三是面向群

众的基本民生问题，把帮助解决群众一些共性的具

体民生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

（六）引导社会舆论和把握社会心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新媒体

的快速发展，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和社会心态的变

动规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决阶级阶层矛盾，要

注重把握这些变化，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思想宣传文

化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舆论引导工作，促进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共

识，促进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舆论环境，促进形成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从苗头抓起，防止一些极

端主义思想和偏执情绪绑架民意和滥用舆论暴

力。二是做好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弥合代际

之间的观念冲突，塑造面向未来的、适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青年一代。三是要积极探

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七）加强对新时代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

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阶级阶

层结构的变动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了一个

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一个国家的阶级阶层政

策，实际上决定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取

向。我国经过近 40年的改革开放，阶级阶层结构

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究竟

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对我国未来发展会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可以说我们至今仍缺乏非常深入的研

究。要加强对新时代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

做好在这方面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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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Study of the Changes over last 40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Peilin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se changes include an unprecedented growth of workers and especially the migrant

workers; the large-scale reduction of farmers along with a polarization and aging tendency; the technicians and

professional staff became main forces of new middle class; the private entrepreneurs became a social stratum

that draws broad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and the frequent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strata and new social

groups, etc..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around these changes, analyzes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is great change, and also raises several suggestion on appropriate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of current classes and st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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